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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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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完善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理论，便于绿色 ＧＤＰ 评价的推行，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从驱动力、
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５ 个方面构建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江苏苏州市为例对指标体

系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进行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运用熵值法赋权能求得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

数，且这一评价结果与该市的现实状况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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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重启地区

绿色 ＧＤＰ 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 据《中国青年报》
调查，有 ９６􀆰 ４％的公众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

ＧＤＰ 核算工作［１］，“十三五”规划也强调资源和环境

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应将其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体系中［２－３］。 绿色 ＧＤＰ 可以兼顾发展和

可持续两项原则，弥补传统 ＧＤＰ 未能衡量自然资源

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４］。 因此，研究绿色

ＧＤＰ 及其评价方法对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绿色 ＧＤＰ 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

价内容和评价方法上。 评价内容方面，最具代表性

的是联合国开发的 ＳＥＥＡ 体系，在传统 ＧＤＰ 的基础

上补充对资源损耗和环境影响的评价［５］；欧盟统计

局开发的 ＳＥＲＩＥＥ 体系补充了部分资源使用和环境

保护支出的评价；２００４ 年我国绿色 ＧＤＰ 试点工作

的主要评价内容是污染治理和环境退化［６］；之后，
刘娜等从水、森林和矿产 ３ 个方面对资源耗减评价

进行补充［７］；近年来，地区生态环境因生态建设的

开展而日益改善，杨志认为这能带来一定的绿色收

入，应作为增加项纳入绿色 ＧＤＰ ［８］；美国 ＥＮＲＡＰ 体

系在内容上增加了环境服务价值的内容［９］；葛联迎

等分别将“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和森林生态功

能价值作为资源环境改善效益计入绿色 ＧＤＰ ［１０－１１］，
但李楠认为这些只是生态环境改善的有形价值，还
应有美化生活环境、改善人民身心健康等无形价

值［１２］。 在评价方法方面，为了便于与传统 ＧＤＰ 相

对比，最普遍的评价方法就是进行货币化核算［１３］，
ＳＥＥＡ 体系通过单位成本定价和污染物治理量测算

环境成本，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各

种问题［１４］；２００４ 年我国试点工作中部分省份也因

操作方法难以实现而退出核算工作，最终导致试点

工作难以进展；ＥＮＲＡＰ 体系用虚拟技术进行测算，
此种方法一直饱受争议，测算结果精确性也有待考

量［１５］；郭丽英等采用能值分析法可以较好连接实物

量和货币量，但能值的相关参数和算法没有统一标

准，其适用性仍有待考证［１６］；冯俊华等通过模糊评

价模型构建绿色 ＧＤＰ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解决

部分指标无法货币化的问题，但模型有效性有所

欠缺［１７］。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绿色 ＧＤＰ 评价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传统国民经济和环境成本方面［１８］，欠缺对环

境效益的评价，并且环境成本和效益在测算上的困

难是目前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主要原因。
因此， 基 于 ＤＰＳＩＲ 模 型 （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ｔａｔｅ⁃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

和响应 ５ 个方面构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并以

江苏省苏州市为例对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６５·



进行检验，旨在建立科学合理又具有操作性的地区

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二、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１． ＤＰＳＩＲ 模型

ＤＰＳＩＲ 模型最早由 ＯＥＣＤ 于 １９９３ 年对 ＰＳＲ 模

型和 ＤＳＲ 模型修订而提出，现已逐渐成为解决环境

和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有效工具。 ＤＰＳＩＲ 模型包含

了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 ５ 大因素，强调的

是人类经济活动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人类

生产生活驱动了经济发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生态环

境带来压力，改变了资源、环境原有的状态和性质；
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和城市的发

展，为了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会采取措施来

响应这些变化。 国外学者常将该模型应用于水资源

和土地资源的管理［１９－２０］，当前在海洋资源管理方面

也有所进展。 ＤＰＳＩＲ 模型引入国内时最先被应用于

环境影响评价，后经发展常用于地区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评价［２１］。
２． 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１）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的选取是进行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工作的关键，选取的指标不仅要全面体现

绿色 ＧＤＰ 的内涵，还要考虑现实技术，保障数据的

可获得性。 因此，在构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时，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按照绿色

ＧＤＰ 的一般理论，绿色 ＧＤＰ 主要包括传统国民经

济、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因此选取的评价指标要涵

盖这 ３ 方面内容，以求全面反映地区绿色 ＧＤＰ 水

平，从而使绿色 ＧＤＰ 评价具有科学性；二是层次性

原则，ＤＰＳＩＲ 模型是一项体现因果关系链的工具，各
环节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因此整个指标体系

应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指标的选取和存放要符合其

相互关系；三是明确性原则，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
各地区、各年份之间的统计指标会存在一定差异，因
此选取的指标要明确通用，以便分析评价地区绿色

ＧＤＰ 水平的发展历程；四是易操作原则，环境资源

因为其空间分布不均匀、没有严格区域性的特点，存
在着难以测量的技术难题，因此在指标体系设计时

要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尽可能选取

可量化的指标。
（２）评价指标选取

在 ＤＰＳＩＲ 模型中驱动力是推动绿色 ＧＤＰ 增长

的根本动力，按照 ＧＤＰ 的支出法计算方式，驱动力

指标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和

净出口额；此外，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

素［２２］，也是 ＧＤＰ 发展的潜在驱动力，劳动力指标可

用年末从业人员数进行评价。 压力是驱动力产生的

效果，包括了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两类指标，前者是

化石能源、水资源和耕地资源的消耗量，其中化石能

源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后者是废气、废水的排

放量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置量，其中废水的排放量包

含了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废气排放量还包含

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的排放量。 状态

是驱动力和压力作用下的现实状况，分为资源状态

和环境状态，前者包括年末煤炭资源存量、年末石油

存量、水资源总量和绿化覆盖率；后者包括Ⅲ类以上

地表水比例、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和噪声平均等

效声级，分别用于评价水、大气和声环境的质量［２３］。
影响是绿色 ＧＤＰ 状态变化对人民生活和地区城市

化发展的影响，分为生活影响指标和发展影响指标

两类，前者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２４］，
后者包括城镇化率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响应

过程是人类开展各类生态建设以促进经济与环境的

和谐发展，分为治理响应和经济响应，前者包括污水

处理率、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用于燃料的垃圾废

料，后者包括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总额、环保投入比例

和企业科技活动政府经费占比［２５］。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构建的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包括了目标层、因素层和指标层 ３ 个层次共 ２９ 个指

标，整个指标体系涵盖了对绿色 ＧＤＰ 全部内容的评

价，不仅包括对传统国民经济和环境成本的评价，还
对环境效益评价进行了补充。 基于 ＤＰＳＲ 模型构建

的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１。
（３）熵值法指标赋权

指标赋权法根据产生的方式不同，可分为主观

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类，前者是由专家根据经验

进行主观判断而得到权数，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主

观随意性；后者是根据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定

权数，评价的结果更为精确，常用的客观赋权法有

ＴＯＰＳＩＳ 法、熵值法、变异系数法等。 本文评价指标

均有定量数据，因此可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熵的概念源自于信息论，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

度量，信息熵是对信息有序程度的度量，熵值法因其

简单实用的计算在评价研究中被广泛运用。 熵值法

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各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确定指

标的权重，熵值法认为信息熵和信息效用价值成反

向关系。 假设有 ｍ 个评价指标，每个指标有 ｎ 个指

标值，形成数据矩阵 Ａ ＝ ｘｉｊ( ) ｍ×ｎ 。 对于某项指标而

言，指标值 ｘｉｊ 间离散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信息效

用价值则越大，其权重也越大；反之，则越小。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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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为绿色 ＧＤＰ 指标评价

提供依据。
表 １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属性

绿色
ＧＤＰ
综合
评价
指数

驱动力

压力

状态

影响

响应

ｘ１ 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

ｘ２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

ｘ３ 净出口额 亿美元 ＋

ｘ４ 年末从业人员数 万人 ＋

ｘ５ 煤炭资源消耗量 １０４ ｔ －

ｘ６ 天然气消耗量 １０４ ｍ３ －

ｘ７ 石油消耗量 １０４ ｔ －

ｘ８ 供水总量 １０４ ｍ３ －

ｘ９ 耕地面积减少量 １０ ｋｍ２ －

ｘ１０ 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１０４ ｔ －

ｘ１１ 废气及污染物排放量 １０４ ｔ －

ｘ１２ 固体废物处置量 １０４ ｔ －

ｘ１３ 年末煤炭资源存量 １０４ ｔ ＋

ｘ１４ 年末石油存量 １０４ ｔ ＋

ｘ１５ 水资源总量 １０８ ｍ３ ＋

ｘ１６ 绿化覆盖率 ％ ＋

ｘ１７ Ⅲ类以上地表水比例 ％ ＋

ｘ１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

ｘ１９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ｄＢ －

ｘ２０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

ｘ２１ 恩格尔系数 ％ －

ｘ２２ 城镇化率 ％ ＋

ｘ２３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 ＋

ｘ２４ 污水处理率 ％ ＋

ｘ２５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ｘ２６ 垃圾废料用于燃料 ｔ ＋

ｘ２７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总额 万元 ＋

ｘ２８ 环保投入比例 ％ ＋

ｘ２９ 企业科技活动政府经费占比 ％ ＋

三、实证分析———以江苏苏州市为例

１． 苏州市发展概况

苏州市位于江苏省的东南角，地处长江三角洲的

中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为该市发展提供了良好条

件。 苏州市水网密布、土地肥沃、农业发达，２０１５ 年生

产总值 １􀆰 ４５ 万亿元，同比增长 ７􀆰 ５％，位列全国第七。
然而，经济发达的背后是对能源的大量损耗和污染物

的排放，２０１４ 年苏州市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省 ２７􀆰 ７４％，
废水、废气排放分别占全省 ３０％、１４􀆰 ５４％，均高于同

省平均水平。 同时，该市地处长江下游，天气变化剧

烈，灾害性天气时常发生，增加了当地生态的不稳

定性。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了保障数据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值 （表 ２） 全部来自于该市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的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和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报告，个别指标是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计算

得到。
不同的指标具有不同量纲和单位，这会影响数

据分析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 根据熵值法的计算步

骤，首先需要对绿色 ＧＤＰ 指标的各项原始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数据矩阵 Ａ ＝ ｘｉｊ( ) ｍ×ｎ 中 ｘｉｊ 是指第 ｉ 个
指标在第 ｊ 年的指标值：

对于越大越好的正指标，令：

ｙ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 ｘｉ{ }

ｍａｘ ｘｉ{ } － ｍｉｎ ｘｉ{ }
（１）

对于越小越好的负指标，令：

ｙｉｊ ＝
ｍａｘ ｘｉ{ } － ｘｉｊ

ｍａｘ ｘｉ{ } － ｍｉｎ ｘｉ{ }
（２）

式中 ｍａｘ ｘｉ{ } 和 ｍｉｎ ｘｉ{ } 为第 ｉ 项指标在 ｎ 年中最

大和最小的指标值。 数据标准化后通过计算熵值求

得 ２９ 个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进而求得各项指标权

重。 标准化后数据矩阵及各项指标权重见表 ３。
表 ２　 苏州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值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ｘ１ 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２ ４０２􀆰 ０２ ２ ８２９􀆰 ５８ ３ ２４０􀆰 ９７ ３ ６６２􀆰 ２４ ４ ０９９􀆰 ８３

驱动力
ｘ２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３ ６１７􀆰 ８２ ４ ５０２􀆰 ０２ ５ ２６６􀆰 ４９ ６ ００１􀆰 ９４ ６ ２３０􀆰 ６７
ｘ３ 净出口额 亿美元 ３２１􀆰 ４１ ３３６􀆰 ０４ ４３６􀆰 ８５ ４２０􀆰 ６５ ５１０􀆰 ５
ｘ４ 年末从业人员数 万人 ６８７􀆰 ５ ６９１ ６９４􀆰 ３ ６９５􀆰 ２ ６９３􀆰 ４
ｘ５ 煤炭资源消耗量 １０４ ｔ ５ ６７６􀆰 ９１ ６ ０３９􀆰 １９ ６ ０７１􀆰 ８ ６ ３７１􀆰 ８３ ６ ３９３􀆰 ３２
ｘ６ 天然气消耗量 １０４ ｍ３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４１ ３６２ ３６９ ９３２ ３４７ ３６８ ３２６ ８８９
ｘ７ 石油消耗量 １０４ ｔ ８４􀆰 ７３ ８０􀆰 ４４ ７６􀆰 １５ ７１􀆰 ２６ ６２􀆰 ０５

压力
ｘ８ 供水总量 １０４ ｍ３ １１２ １８６ １０４ ４５８ １１４ ２１３ １０４ ０９２ １０５ ９７８
ｘ９ 耕地面积减少量 １０ ｋｍ２ ４􀆰 ４８ ２􀆰 ７４ ３􀆰 １２ ５􀆰 ４４ ４􀆰 ６１
ｘ１０ 废水及污染物排放量 １０４ ｔ １１６ ８６８􀆰 ０３ １３２ ４５７􀆰 １７ １３１ ９３５􀆰 ７７ １３３ ０３０􀆰 ５８ １４０ ２７８􀆰 ２２
ｘ１１ 废气及污染物排放量 １０４ ｔ １０６ ９２２􀆰 ８４ １９５ ６２５􀆰 ２８ １９１ ２４２􀆰 ５４ １８５ ６１３􀆰 ２ １８６ ６２０􀆰 １３
ｘ１２ 固体废物处置量 １０４ ｔ ２９􀆰 ３ ４７􀆰 ５ ３５ ５１ ４９

·８５·



（续表２）
因素层 指标层 单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ｘ１３ 年末煤炭资源存量 １０４ ｔ ２６１􀆰 ９３ ２９４􀆰 ７ ２６３􀆰 ７７ ２８８􀆰 ６１ ２８０􀆰 ０９
ｘ１４ 年末石油存量 １０４ ｔ ３􀆰 ９４ ２􀆰 ５１ ３􀆰 ４１ ２􀆰 ８９ ２􀆰 ２３
ｘ１５ 水资源总量 １０８ ｍ３ ２５􀆰 ７２ ３２􀆰 ０６ ２９􀆰 ２９ ２０􀆰 ４８ ４５􀆰 ５

状态 ｘ１６ 绿化覆盖率 ％ ４２􀆰 ７ ４２􀆰 ４６ ４２􀆰 ５８ ４２􀆰 ７９ ４２􀆰 ９３
ｘ１７ Ⅲ类以上地表水比例 ％ ５０􀆰 ５ ５４􀆰 ２ ５８􀆰 ６ ６４􀆰 ７ ６７􀆰 １
ｘ１８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 ９０􀆰 １４ ９１􀆰 ７８ ９２􀆰 ６ ７２􀆰 ６ ７１􀆰 ８
ｘ１９ 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ｄＢ ５３􀆰 ６ ５４􀆰 ３ ５３􀆰 ９ ５４􀆰 ２ ５４
ｘ２０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人 ２９ ２１９ ３３ ２４３ ３７ ５３１ ４１ １４３ ４６ ６７７

影响
ｘ２１ 恩格尔系数 ％ ３８􀆰 ８ ３７􀆰 ３ ３６􀆰 ８ ３４􀆰 ８ ２６􀆰 ９
ｘ２２ 城镇化率 ％ ７０􀆰 ０６ ７１􀆰 ３１ ７２􀆰 ３１ ７３􀆰 １５ ７３􀆰 ９５
ｘ２３ 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 ３４ ３４􀆰 ５ ３４􀆰 ８ ３５􀆰 １ ３６
ｘ２４ 污水处理率 ％ ８９􀆰 ５２ ９０􀆰 ２２ ９１􀆰 ８７ ９４􀆰 ５４ ９５􀆰 ０３
ｘ２５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９８􀆰 ６８ ９７􀆰 ９２ ９８􀆰 ４３ ９７􀆰 ９５ ９８􀆰 ０３

响应
ｘ２６ 垃圾废料用于燃料 ｔ １ ０７７ ０５２ １ ０３７ ６９１ １ １６６ ６４８ １ １６９ ９８１ １ ２７５ ２８４
ｘ２７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总额 万元 ６９６􀆰 １ ７２６􀆰 ６２ ３８３􀆰 ６８ ４９８􀆰 ２ ５７７􀆰 ６２
ｘ２８ 环保投入比例 ％ ３􀆰 ５ ３􀆰 ６２ ３􀆰 ７ ３􀆰 ８ ３􀆰 ９
ｘ２９ 企业科技活动政府经费占比 ％ ０􀆰 ９７ ０􀆰 ９８ １􀆰 ４９ ０􀆰 ９６ １􀆰 ０４

表 ３　 苏州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标准化后数据矩阵及指标权重

因素层 目标层 因素层权重 Ｗｉ 指标层权重 ｗｉ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ｘ１ ０􀆰 ２４２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１ ８ ０􀆰 ４９４ １ ０􀆰 ７４２ ３ １􀆰 ０００ ０

驱动力
ｘ２ ０􀆰 １２５ ３ ０􀆰 ２４８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３８ ４ ０􀆰 ６３１ ０ ０􀆰 ９１２ ５ １􀆰 ０００ ０
ｘ３ ０􀆰 ２８０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７７ ４ ０􀆰 ６１０ ５ ０􀆰 ５２４ ８ １􀆰 ０００ ０
ｘ４ ０􀆰 ２２８ ４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４５４ ５ ０􀆰 ８８３ １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７６６ ２
ｘ５ ０􀆰 １２８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４９４ ３ ０􀆰 ４４８ ８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ｘ６ ０􀆰 １１２ ４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８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８８ ６ ０􀆰 ３５９ ８
ｘ７ ０􀆰 １０８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８９ ３ ０􀆰 ３７８ ４ ０􀆰 ５９４ １ １􀆰 ０００ ０

压力
ｘ８ ０􀆰 ２８４ ５ ０􀆰 １３５ ０ ０􀆰 ２００ ３ ０􀆰 ９６３ 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８１３ ７
ｘ９ ０􀆰 １１６ ２ ０􀆰 ３５５ ６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８５９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７ ４
ｘ１０ ０􀆰 ０９８ ９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３３４ １ ０􀆰 ３５６ ４ ０􀆰 ３０９ ６ ０􀆰 ０００ ０
ｘ１１ ０􀆰 １５２ ３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４９ ４ ０􀆰 １１２ ９ ０􀆰 １０１ ５
ｘ１２ ０􀆰 １４８ ４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１６１ ３ ０􀆰 ７３７ 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９２ ２
ｘ１３ ０􀆰 １６２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５６ ０ ０􀆰 ８１４ ２ ０􀆰 ５５４ １
ｘ１４ ０􀆰 １３５ １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１６２ ９ ０􀆰 ６９２ ８ ０􀆰 ３８８ ９ ０􀆰 ０００ ０
ｘ１５ ０􀆰 １２０ ５ ０􀆰 ２０９ ４ ０􀆰 ４６２ ８ ０􀆰 ３５２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状态 ｘ１６ ０􀆰 ２４６ ２ ０􀆰 １２０ １ ０􀆰 ５１０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５ ３ ０􀆰 ７０２ １ １􀆰 ０００ ０
ｘ１７ ０􀆰 １３７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２ ９ ０􀆰 ４８８ ０ ０􀆰 ８５５ ４ １􀆰 ０００ ０
ｘ１８ ０􀆰 １９４ ８ ０􀆰 ８８１ ７ ０􀆰 ９６０ ６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３８ ５ ０􀆰 ０００ ０
ｘ１９ ０􀆰 １２９ ８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７１ ４ ０􀆰 １４２ ９ ０􀆰 ４２８ ６
ｘ２０ ０􀆰 ２４４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０ ５ ０􀆰 ４７６ １ ０􀆰 ６８３ ０ １􀆰 ０００ ０

影响
ｘ２１ ０􀆰 １２３ ４ ０􀆰 ２８７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６ １ ０􀆰 １６８ １ ０􀆰 ３３６ １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２ ０􀆰 ２３６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２１ ３ ０􀆰 ５７８ ４ ０􀆰 ７９４ ３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３ ０􀆰 ２３１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０ ０ ０􀆰 ４００ ０ ０􀆰 ５５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４ ０􀆰 １８０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７ ０ ０􀆰 ４２６ ５ ０􀆰 ９１１ １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５ ０􀆰 １９７ ４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６７１ １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１４４ ７

响应
ｘ２６ ０􀆰 ２２０ ６ ０􀆰 １４０ ６ ０􀆰 １６５ 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５４２ ８ ０􀆰 ５５６ ８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７ ０􀆰 １４２ １ ０􀆰 ９１１ 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３３ ９ ０􀆰 ５６５ ５
ｘ２８ ０􀆰 １３２ 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００ ０ ０􀆰 ５００ ０ ０􀆰 ７５０ ０ １􀆰 ０００ ０
ｘ２９ ０􀆰 ２０７ ６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３７ 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５０ ９

·９５·



３． 评价结果与分析

确定评价模型中各项指标权重后，利用评价指

数公式 ｓ ｊ ＝∑
ｍ

ｉ ＝ １
ｙｉｊ·ｗ ｉ( ) 求得各因素层评价指数，进

而根据公式 Ｓ ｊ ＝∑ ｓ ｊ·Ｗｉ( ) 求得绿色 ＧＤＰ 综合评

价指数。 式中 ｙｉｊ 是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ｗ ｉ 和 Ｗｉ 分

别是指标层和因素层的权重。 从绿色 ＧＤＰ 综合评

价指数和各因素层评价指数分析评价苏州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绿色 ＧＤＰ 发展水平（表 ４）。
表 ４　 苏州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数表

指标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驱动力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７０ ７ ０􀆰 ６４９ ７ ０􀆰 ７８２ ４ ０􀆰 ９４６ ６

压力 ０􀆰 ７０８ ４ ０􀆰 ４１４ ０ ０􀆰 ３５０ ７ ０􀆰 ２７２ ４ ０􀆰 ３２３ ９

状态 ０􀆰 ５２３ ２ ０􀆰 ４５８ １ ０􀆰 ５１１ ７ ０􀆰 ４１２ ５ ０􀆰 ５２３ ４

影响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２６ ５ ０􀆰 ３９４ １ ０􀆰 ５７８ ８ １􀆰 ０００ ０

响应 ０􀆰 ３５４ １ ０􀆰 ２１２ ５ ０􀆰 ５５９ ３ ０􀆰 ３９６ ８ ０􀆰 ５９３ ２

综合评价指数 ０􀆰 ４０８ ４ ０􀆰 ３３９ ３ ０􀆰 ４７９ ２ ０􀆰 ４３６ １ ０􀆰 ５９３ ９

（１） 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

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综合评价指数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４０８ ４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５９３ ９，增长了约 ４５％，
上升幅度明显。 但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都出现了下

滑，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这表明苏州市绿

色 ＧＤＰ 的增长快而不稳。 造成个别年份下滑的主

要原因还是来自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压力，在
资源环境状况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若还不能积极地

采取响应措施，加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资力度就会

造成绿色 ＧＤＰ 水平的下滑。
（２）资源环境成本是绿色 ＧＤＰ 水平的重要影

响因素

从因素层评价指数来看，压力因素和状态因素

的指标权重为 ０􀆰 ２８４ ５ 和 ０􀆰 ２４６ ２，是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中，压力指数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都保持着下降的态势，表明苏州市这

几年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排放加重，但在 ２０１４ 年，苏
州市启动生态文明建设“十大工程”、增加环保投入

之后，对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当年的

压力指数有所提升。 状态指数的变化幅度相对较

小，近几年数值基本都在 ０􀆰 ５ 上下变化。 ２０１３ 年，
苏州市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汛期降水明显偏少，因
此当年生态环境质量有轻微的下滑。 总体而言，苏
州市资源环境质量良好，生态系统相对稳定。

（３）积极的响应措施有效地提升了绿色 ＧＤＰ
水平

苏州市的驱动力指数和影响指数一直保持着增

长态势，这与该市发达的经济水平和高城镇化率相

符合。 响应指数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从 ２０１０ 年

０􀆰 ３５４ １ 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５９３ ２，上升了 ６８％，但期间

的波动比较大，表明苏州市对环保的投入不够稳定。
由表 ４ 可知，绿色 ＧＤＰ 综合指数和响应指数保持着

基本相同的发展趋势，虽然资源环境压力在逐年增

加，但绿色 ＧＤＰ 仍有上升趋势，这不仅是经济驱动

的效果，环境效益的增加也是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

无法完全避免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但积极的响应

措施可以将环境成本尽可能降低，同时还能带来一

定的环境效益。
４． 模型应用分析

通过以苏州市为例的应用分析可以看出，各项

评价指标反映出苏州市的绿色 ＧＤＰ 发展水平与现

实状况相一致，表明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构建的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
（１）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评价科学合理

ＤＰＳＩＲ 模型描述的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

变化的因果关系，不仅强调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

不利影响，还反映人类为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而开展

的响应活动，这符合我国近年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

情况。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苏州市绿色 ＧＤＰ 综合

评价指数的变化趋势与真实的经济发展状况相一

致，表明对该市绿色 ＧＤＰ 水平的评价是客观准确

的。 因此，以 ＤＰＳＩＲ 模型为基础可以保障评价的科

学合理性，能够客观地反映出地区真实的绿色 ＧＤＰ
水平。

（２）指标评价方式具有操作性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所有评价指标的数据均

可以从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和生态环境质量状

况报告中直接获取或经过计算求得，表明构建的指

标通过现有技术可以实现指标值的测算。 同时，从
案例分析的结果看，各因素层的评价指数能有效反

映出地区绿色 ＧＤＰ 的状况，因此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

的地区绿色 ＧＤＰ 指标评价能够在保证评价有效性

的前提下简化工作流程，提高评价工作效率。

四、结　 语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笔者从驱动力、压力、状态、
影响和响应 ５ 个方面构建了地区绿色 ＧＤＰ 评价指

标体系。 其中，驱动力、影响指标用于评价绿色

ＧＤＰ 中的国民经济水平，压力、状态指标用于评价

环境成本，响应指标则用来评价环境效益。 驱动力

作为推动绿色 ＧＤＰ 增长的根本动力，决定了一个地

区的国民经济水平；压力和状态是驱动力作用下生

态环境的变化和现实状况，经济发展会增加资源损

耗和污染排放，从而导致资源储量的减少和环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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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下降，这就造成环境成本的产生；影响是生态环

境的变化经过多年积聚对国民经济产生的反作用，
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乃至整个地区的发展都会有

影响；响应是人类面对环境经济问题采取应对措施，
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产生一定的生态效益。 通过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 ５ 大因素，详尽地描述了绿色 ＧＤＰ 的

内在机理，将绿色 ＧＤＰ 的国民经济、环境成本和环

境效益关联成一条因果关系链，以此保障评价指标

的科学合理性。 同时，以苏州市为例进行案例分析，
评价结果与现实状况一致，验证了指标体系的客观

性性和可操作性。 绿色 ＧＤＰ 研究是我国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的坚实基础，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研

究方法，笔者初次将 ＤＰＳＩＲ 模型应用到绿色 ＧＤＰ
评价中，与其他方法相比所具有的优势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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